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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典之树
”
何 以常 青

’

冯 天 瑜

“

轴心时代
”

产生的文化元典
,

凝结着该民族在以往历史进程中形成的集体经验
,

并将该民族的族类记忆和原始意象第一次上升到自觉意识和理性高度
,

从而规定着

该民族的价值取 向及思维方向
; 又通过该民族特有的象征符号 ( 民族语言

、

民族文字

及民族修辞体系 )将该民族文化的类型固定下来
,

并对其未来走向产生至远至深的影

响
。

元典因其首创性
、

涵盖面的广阔性
、

思想的深邃性而成为该民族垂范久远的指针

和取之不尽 的精神源泉
。

现代化是传统的转轨过程
,

元典精神在这一过程 中有所扬弃

和变异
,

同时
,

现代化又与元典精神保持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

现代文化遵循否定之否

定规律
,

有一种复归和发扬文化元本的趋向
。

这一创造性阐释元典的过程是无穷无尽

的
,

而正是这一过程决定了元典的不朽性
。

纪元前六世纪前后的几百年间
,

亚欧大陆的几个文明民族不约而同地编纂出包蕴着原创

性精神的典籍
。

例如
,

印度的《吠陀 》
、

《佛经 》 ;中国的《诗 》
、

《书 》
、

《礼 》
、

《易 》
、

《春秋》 ;
希伯莱的

《 旧约全书 》
、

《新约全书 》 ;
古希腊哲学家的论著 (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扒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

学 》等 )
。

笔者将这类典籍称之
“

元典
” ,

含有
“

始典
” 、 “

首典
” 、 “

原典
” 、 “

美典
” 、 “

宝典
”
诸意蕴

。

元

典作为历史如椽大笔的巨制
,

没有在时代的迁衍中暗淡
、

消饵
,

反而历时愈久而愈益光耀夺 目
,

正所谓
“

青山不老
,

绿水长流
” ,

其原因安在 ? 本文拟从文化发生学和解释学角度试作回答
。

如果把一个民族跨人文明门槛 ( 以金属工具和文字发明与使用为标志 )之前
,

称作该民族
的

“

儿童时代气把跨人文明门槛的初期称作
“

少年时代
”
(如 中国的殷商时期

,

希腊的
“

荷马时

代
”
)

,

那么随着金属工具的普及
,

国家和城市的发展
,

较复杂的意识形态应运而生
,

该民族进人

创造力空前旺盛的
“

青年时代
”

(如中国
“

郁郁乎文哉
”
的周代

,

特别是晚周
;
希腊的

“

群 哲时

代
”
)

。

而元典正是各文明民族
“

青年时代
”

的创作物
。

就人的个体生命发展史而言
,

青年期护 d o lesc
e cn e

其词源于拉丁文 Ad o l e sc e er
,

意为
“
生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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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

达到成熟
”
的时期 ) 不仅是躯体生理成熟之时

,

而且是智慧发展的重要阶段和性格塑造的关

键时期
,

对于人的一生
,

从世界观
、

性格到智力
,

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

如果说
,

人们在儿童一少年

期
,

感性认识占据优势
,

即或有体系性思考
,

也是
“

无意识
”

或
“

前意识
”
的

,

而青年期已首次具有

较 自觉的理论思考
,

开始注 目于深刻而永久的主题
,

并洋溢着追求真理的蓬勃英气
。

儿童怀着

好奇
、

惊讶的心态认识世界
,

少年带着激情
、

怀疑的心态认识世界
,

而青年则深受崇高理想鼓

舞
,

义无反顾地去探索万物的奥秘
。

他们既保有异常的敏感
,

又具备思考和反省的能力
,

并且长

于 以
“

气吞全牛
”

的魄力去把握宇宙
、

社会
、

人生的宏大课题
,

进而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
。

与人的

个体生命发展史的青年期颇相类似
.

各文明民族在其文化发展的
“
青年期

”

也有 区别于此前
、

此

后的独特性格和异乎寻常的创造
。

在这一时期
,

人们思考的深度已从第一序列进人第二序列
,

即不满足于对现实的直观反映
,

而开始对世界的本质和运动规律作深层次探索
,

并思考作为实

践和思维主体的人类在茫茫时空中的地位
,

进而反思 自处之道
,

首次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
、

深

刻地而不是肤浅地
、

辩证地而不是刻板地表达出对于宇宙
、

社会和人生的观察与思考
,

用典籍

形式将该民族的
“

基本精神
”

或日
“

元精神
”

加以定型
。

这种典籍便可以称之
“

文化元典
” 。

正如一个人的青年时代是秉赋
、

性格和世界观确立期
,

因而对其一生至关重要一样
,

一个

民族
“

青年时代
” 的精神创造也有着特殊意义

。

这一时期涌现的文化元典凝结着该民族在以往

历史进程中形成的集体经验
,

并将该民族的族类记忆和原始意象第一次上升到自觉意识和理

论高度
,

从而规定着该民族的价值取向及思维方式
; 又通过该民族特有的象征符号 ( 民族语言

、

民族文字及 民族修辞体系 )将这种民族的集体经验和文化心态物化成文字作品
,

通过特定的典

籍形式使该民族文化的类型固定下来
,

并对其未来走向产生至远至深的影响
。

文化元典因其首

创性
、

涵盖面的广阔性
、

思考的深邃性成为该民族垂范久远的指针和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

元典的不朽性
,

与元典建立在现实性基础上的超越性直接相关
。

元典的不朽
,

主要并非因为元典讲述了一些具体知识 (这些具体知识很 可能早已陈旧过

时 )
,

而是由于元典包藏的基本精神能够观照久远岁月
。

千百年间
,

人们依托这些基本精神
,

不

断加以重新铸造
、

反复发挥
,

从而对相关民族的价值取向
、

行为方式
、

审美情趣
、

思维定势造成

深远而又常新的影响
,

这是元典超越性的关键所在
。

这种超越性并非 由神秘因子所造成
,

乃是

由元典的基本特质所导致— 元典的思想对宇宙
、

社会和人生的普遍性问题具有指导作用
,

而

这些问题又是各个时代
、

各个地域的人们所始终关心的
,

也就是说
,

元典讨论的是不朽的主题
。

同时
,

元典在回答这些始终激动着
、

困扰着人类的普遍性 问题时
,

所提供的是一种哲理式的原

型
,

而并非实证性的结论
;
是一种开放性的框架

,

而并非封闭式的教条
。

这就使元典不致因内容

和形式的时代局限沦为明 日黄花
,

而以一种灵感之源
,

一再发挥启迪功能
。

《周易 》
、

《佛经 》
、

《圣

经 》
、

《理想国》等东西方元典都具有上述特性
。

元典能够成为后世取之不尽的启示渊蔽
,

还与元典的内涵和外延拥有广阔的
“
不确定域

”

大有干系
。

这种
“
不确定域

”

使元典在历史进程中可以被人们不断作 出新 的诊释
,

以适应各个不

同发展阶段的人们的特殊需要
。

诚如今人金岳霖所指出的
:

中国哲学非常简洁
,

很不分明
,

观念彼此联结
,

因此它的暗示性几乎无边无涯
。

结

果是千百年来人们不断地加以注解
,

加以讼释
。 ①

金先生这番话揭示 了中华元典在后世被赋予各种各样解释的奥秘所在
。

两千年前的司马迁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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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
: “

元典之树
”

何以常青

说过与金先生类似的话
:

居今之世
,

志古之道
,

所以 自镜也
,

未必尽同② 。

认为诊释包蕴在元典中的
“

古之道
” ,

不过是各代人
“

自镜
”

( 自己发现 自己 ) 的办法
,

元典的诊释

是一个以今判古
、

推陈出新的过程
,

因而元典的淦释史就无限丰富多彩
,

而元典 自身在这一过

程中成为本民族甚至域外民族历史上一棵永不凋谢的
“

常青树
” 。

元典是历史作品
,

却能在后世不断获得现时代意义
,

一再为后人所用
,

成为千百年来人们

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

中国人对
“

经
”

的解释
,

颇能表达元典的这种特殊功能
:

经
,

经也
,

如径路无所不通
,

可常用也③ 。

元典的
“

常用
”

不衰这一现象
,

提出一个解释学的基本问题— 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能够
“

常

用
”

元典
,

是因为元典文本确乎
“

放之四海而皆准
” ,

适合千秋万代的需要
,

还是因为后人借助元

典文本的躯壳
,

不断注人他们当下的时代所要求的东西 ? 或者说
,

人们在着手理解和解释元典

文本时
,

是认定
“
文本

”

原来 已经包含着独立于理解和解释之外的意蕴 (可称之
“

本义
”
)

,

还是
“

文本
”
的意蕴原是处于未定状态

,

只有经过人们的理解
、

解释和发挥 (可称之
“

引申义
”
)

,

其意

蕴方得以确立和完成 ?

元典作为在特定的历史时代由若干特定作者群创制的
“

文本
” ,

自然有着反映特定时代和

特定作者群思维成果的具体内涵
,

也就是说
,

文本的
“

本义
”

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
。

而对客观

存在的文本本义的认识
,

不能脱离对文本的语言文字的真实把握
,

以及对文本所涉及到的社会

背景的具体了解
。

汉代经学家在这方面做过不少开创性工作
,

如刘欲提出
“

六书
”

是汉字造字法

则
,

许慎 (约 58 一约 1 4 7 )《说文解字 》更吸收前人成果
,

成为一部汉字学的系统专著
,

为正确理

解元典文义奠定基础
,

而郑玄 ( 127 一 2 00 )则遍注诸元典
,

从字音
、

字义的考究
,

到典章制度的追

溯都下过深人功夫
,

故
“

郑学
”

在其发掘元典
“

本义
”

方面劳绩甚著
。

由于郑玄信奉凿纬
,

故他所

发挥的元典
“

引申义
”

多不足为训
。

一千多年后
,

清代乾嘉学派承接汉儒
,

在发掘元典本义方面

进行了更加浩大的工程
,

他们以文字学为基点
,

从训话
、

音韵
、

典章制度
、

历史
、

地理
、

天文
、

历法

研究人手
,

力求逼近元典本义的奥秘
。

这一派杰出代表戴震 ( 1 7 2 3一 1 7 7 7) 说
: “

经之至者道也
,

所以明道者其词也
,

所以成词者字也
。

由字而通其词
,

由词而通其道
。 ’ ,④这是力求通过文字训

话开掘元典本义的一种努力
。

戴震还从 自身治学经历出发
,

就把握元典本义的途径作出概括
:

仆 自十七岁时
,

有志闻道
,

谓非求之《六经 》
,

孔
、

孟不得
,

非从事于字义
、

制度
、

名

物
,

无由以通其语言
。

宋儒讥训话之学
,

轻语言文字
,

是欲渡江而弃舟裤
,

欲登高而无

阶梯也⑤ 。

这里讨论的是探求文本本义的方法问题
。

这种讨论的前提
,

当然是承认文本本义的客观存

在
。

既然文本本义是客观存在的
,

阐释者的任务就是通过文本语言去开掘它
、

确认它
。

文本除客观存在
“

本义
”

之外
,

在阅读者和解释者那里
,

还有一个理解问题
,

以及由不同的

理解导致的不同解释和多样发挥
。

例如
,

《圣经 》的《雅歌 》无疑是爱情的颂歌
。

但是
,

它所表现

的是谁对谁的爱 ? 历来却有不同的解释
。

犹太人把它看作上帝对犹太民族之爱
,

并将其视为犹

太民族的一部史诗
,

包括她的过去
、

现在与未来
。

然而
,

基督教徒却看不出《雅歌 》的诗中有犹太

史
,

而只看到基督对教会和个人灵魂的爱心
。

中世纪的经院学者则从 《雅歌 》中发现了
“

智慧之

爱
” ,

发现了知识分子对真理之爱
。

这便是同一文本在不同接受者那里产生不同理解的典型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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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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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哈佛大学比较宗教名誉教授史密斯说过一段颇有意味的话
: “

篇章本身并不等于是圣

典
,

也没有一个篇章会自行成为圣典
。

只有当一个篇章被看成圣典时
,

只有当某一民族或社团

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看待它时
,

它才成为圣典
。 ” ⑥我们也可以说

,

元典文本最初也不具备特别的

意蕴
,

只有当该民族以神圣待之
,

它才成为具有神圣意蕴的典籍
。

总之
,

元典丰富的意蕴是由文

本 自身特征和解释者在解释过程 中共同造就的
,

而且
,

在很大程度上
,

是解释者不断
“

重铸
”
所

赋予的
。

四

元典的
“

不朽
” ,

是在元典的阐释史中体现出来的
,

其机制既寓于文本的特质
,

又寓于文本

丰富的内涵给阅读者
、

解释者
、

信奉者提供多方面的阐释路向
,

从而贴近各种不同时代人们的

精神要求
。

而中华元典的重于诗学编码
、

疏于逻辑编码
,

更增加了其
“

不确定域
”
的广度和深度

,

导致 日后阐释的
“

亡羊歧路 ”
。

董仲舒深悉此中奥妙
,

他指出
:

《诗》无达估
,

《易》无达占
,

《春秋》无达辞
。 ⑦

宋人颇服膺此说
,

而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又有
`

《诗 》无达志 ,,@ 之说
。 “ 《诗 》无达志

”
与

“ 《诗 》无达

沽
”

分别揭示了元典本义多歧和阐释多歧这两个重要现象
。 “ 《诗》无达志

”

讲的是
:

由于作者内

心世界的复杂多面
,

导致作品的思想情志的错综纷纭 ; 气诗 》无达话
”
讲的是

:

由于阅读者知识
、

经验
、

情志
、

心境的千差万别
,

导致对作品理解的林林总总
。

而作者与阅读者
、

文本本义与引申

义的纷纭多歧
,

造成各种不同的元典阐释路向
。

鲁迅在论及人们阅读《红楼梦 》的不同感受时
,

说过一番颇富于解释学哲理的话
:

《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知道
,

至少
,

是知道这名 目的书
。

谁是作者和读者姑且勿

论
,

单是命意
,

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
:

经学家看见《易》
,

道学家看见淫
,

才子看见

缠绵
,

革命家看见排满
,

流言家看见宫阁秘事… … ⑧ 。

这种
“
仁者见仁

,

智者见智
”

现象的出现
,

一是由于文本内涵的丰富性
、

多面性导致了广阔的
“

不

确定域
” ,

二是由于不同的接受者
、

解释者有不同的视角
、

不同的接受心态和阐发方向
,

因而对

同一文本
,

可以有大不相同的理解和让释
。

各种解释学学派对文本的
“

本义
”
和

“

引申义
”

各有不同的侧重
,

由此推引出迥然相异的元

典诊释路线
。

五

在西方
,

古典的解释学主要用以诊释古希腊诗文 (如《荷马史诗 》 )和希伯莱《圣经 》
。

这种解

释学承认文本本义的存在
,

从而把解释的任务确定为通过语法上的阐释
,

又参照古代典籍所提

供的有关背景材料
,

力 图发现文本的本义
,

再现历史典籍的原有内蕴
。

当然
,

古希腊也有注重文

本引申义的解释传统
,

如基督教的希腊教父克雷芒 ( 约 1 50 一 约 2 1 5) 认为
,

哲学是归 向基督的

预备
,

他继承并发展了亚历山大学派
“

寓意释经法
”

传统
,

主张《圣经 》的字句后面隐伏着更深的

含义
,

诊释者的任务便在于开掘这种含义
,

他的《杂记 》等论著
,

都在《圣经 》某一句子之后
,

引申

出一大段
“

深意
”
来

。

西方近代的淦释学理论大体承继并发展了上述两种诊释传统
,

但居优势地位的近代诊释

学是沿袭后一传统
,

这种诊释理论设想历史典籍的意蕴是流动未定的
,

诊释的任务在于使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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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典之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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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常青

流动
、

模糊的意蕴通过解释明晰起来
。

西方近代解释学开端于意大利哲学家维科 ( 1 6 8 8一 1 74 4 )
。

他认为
“

真理与事实是可以改变

的 ” ,

文本中使用的符号与概念
,

其规则与约定都是人造的
,

因而是任意的
。

19 世纪
,

西方解释

学回复到把理解和解释视作一种
“

意义的重建
” ,

也即再现文本的原意
,

达到文本与解释者
、

作

者与读者间的沟通
,

这里强调的是解释的客观性
。

本世纪崛起的现代解释学对文本意义的客观

性又有新的认识
。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 ( 1 9 0 0一 )创立的
“

哲学释义学
” ,

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

学的对象和方法都有不同
,

自然科学的对象往往与解释者无内在联系
,

研究者可以客观地审视

它
,

自然科学关心的是真
;
人文科学的对象直接同人的经验相联系

,

它关心的不仅是真
,

还有善

与美
,

因而人文科学不能满足于 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
,

还要有价值判断
,

审美判断
;
人文科学也

不能局限于自然科学的客观考查
,

还要有主观的参与
,

对一个文本的解释
,

必须有阅读者
、

解释

者的主观体验
、

想象的参与
,

才能实现意义的重建
。

正因为对于文本本义的客观存在与否有着分歧的理解
,

随之而来的
,

就产生
“

解释一元
”
与

“

解释多元
”
的分野

,

肯定文本本义的客观存在
,

就认定解释只能是一元的
,

也即对文本本义的

复归
,

认为文本本义不是一个简单的认识客体
,

其发掘必须伴之以阅读者的主观感受
,

这就对

解释采取开放态度
,

承认多元解释的合理性
。

中国虽然没有出现自觉的解释学理论及其学派
,

但是实际上
,

自汉代以来
,

围绕对经典的

诊释
,

产生过各种理论和学派
,

其影响最大者为汉学与宋学
。

大体言之
,

汉学是用训话考据方法

治经
,

注意发掘元典的
“

本义
” ,

力求窥见元典内蕴的
“

本来面 目
” ,

这有些近似西方古典解释学

和 19 世纪传统解释的追求
;
宋学在解释元典时不大讲求元典的本义

,

而着重开出其
“

引申

义
” L ,

这又有些与维科的解释学理论与西方现代解释学的旨趣相类
。

出于对元典
“

本义
” 和

“

引

申义
”
的不同侧重

,

形成汉代至清代两大元典诊释体系— 汉学与宋学
。

汉
、

宋之争
,

除与各时

代政争相关外
,

从学理层面而言
,

主要是由对元典本义客观性的确认与否
,

以及对元典引申义

合理性的肯定与否造成的
。

此外
,

在元典的汉学诊释体系内部
,

又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流派
。

今文经学以元典

为政治教科书
,

着重发挥经文的
“

微言大义
” ,

也即更多地在
“

引申义
”
上下功夫

; 而古文经学以

元典为历史文献
,

偏重于
“

名物训话
” ,

也即较注目于
“

本义
”
的开掘

。

确认文本本义
,

追求文本本来面 目的恢复
,

对阐释者来说是一种历史的
、

客观的工作
,

提供

了元典研究的基础
,

可用
“

我注六经
”
概括之

;而发挥元典引申义
,

对元典文本作现代化的价值

评估和阐释者主观意图的申述
,

即陆九渊 ( 1 1 39 一 1 1 9 3) 的所谓
“

六经皆我注脚
” 。 ,

则是一种现

实的
、

主观的工作
,

能使
“

元典之树
”

保持常青
,

可用
“

六经注我
”
概括之

。 “

我注六经
”
与

“

六经注

我
”
是两种极端之论

。

实际上
,

这两种努力应当是双向同构的
,

分则两伤
,

合则双美
。

较完善的

元典阐释路径是
:

各还他一个本来面 目
,

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是非
。

不还他们的本来面

目
,

则多诬古人
。

不评判他们的是非
,

则多诬今人
,

但不先弄明白了他们的本来面 目
,

我们决不配评判他们的是非
。
@

对于中国传统的两种元典诊释体系— 汉学与宋学
,

清代开始进人综汇其长的阶段
,

有些

学者认为不要限于汉
、

宋门户之见
,

而应使二者相得益彰
,

这便是
“

合汉宋
”

的元典诊释路线
,

即

以训话立足
,

开掘文本
“

本义
” ,

又着意发挥文本
“

引申义
” ,

并作出现时代的价值评判
。

纪购在

《 四库全书总 目提要 》中
,

归纳汉代以降的
“

学凡六变
” ,

最后总括道
:

要其归宿
,

则不过汉学
、

宋学两家互为胜负
。

夫汉学具有根抵
,

讲学者以浅陋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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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

不足服汉儒也
; 宋学具有精微

,

读书者以 空疏薄之
,

亦不足服宋儒也
。

消融门户之

见
,

而各取所长
,

则私心祛而公理 出
,

公理 出而经义明矣
。 L

总之
,

元典作为历史文献
,

自有存在的客观内蕴
。

揭示这种客观存在的内蕴 ( 即文本的
“

本

义
”
)及其在原时代的价值

,

是一种
“

我注六经
”
的过程

;
元典作为后世反复研读

、

阐释的文本
,

又

必然要不断注人一代又一代晚出的阅读者和解释者的感受和理解
,

不断被重新铸造
,

从而以更

新了的精神被后人所利用
,

这又是一种
“
六经注我

”
的过程

。

而元典正是在我们反复地
“

我注六

经
”
和

“

六经注我
”

的双向过程中
,

赢得历史典籍的客观地位和生活教科书的常青性
。

六

元典既是历史的
,

又是不朽的
; 既属于过去

,

又属于现在和未来
。

诚如意大利哲学家
、

历史

学家克罗齐 ( 1 8 6 6一 1 9 5 2) 所说
: “

每一种真正的历史都是现代史
’ ,⑧ ,

他又强调
,

在使用这一命

题时
,

应当
“

排除一种似是而非的东西
’ ,L 。

克罗齐指出
:

死亡的历 史会复活
,

过去的历史会变成现在
,

这都是由于生命的发展要求他们的

缘故
。

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他们的坟墓里
,

直到文艺复兴时代
,

才被欧洲精神新的成

熟所咦醒
。

文明的原始形式
,

那样粗糙
,

那样野蛮
,

躺在那里被人遗忘
,

很少为人注意
,

甚或被人误解
,

一直要到欧洲精神的新阶段
,

即大家知道的浪漫主义或恢复运动才来
“
同情

”
它们— 那就是说

,

承认它们作为 自己现在特有的兴趣
。

就是这样
,

历史的伟

大论著现在对我们说来是编年纪录
,

许多文献 目前是殷欲无声
,

但是等到时来运转
,

生命的新的闪光又会从它们 的身上掠过
,

它们又会重新侃侃而 言
。 L

作为历史
“

编年纪录
”

的元典
,

其文本
“

本义
”

自文本诞生之日就客观地存在着
,

如同矿物藏

埋在深山一样
。

在人们开掘它以前是
“

默默无声
”
的

,

但当人们出于现时代的需要
,

勘探它
、

采掘

它 ( 即发现文本
“

本义 ,’ )
,

进而还要去冶炼它
、

加工它 (即发挥文本
“

引申义
”

)
,

元典就从寂寞的

古董变得生机盎然
、

异采焕发
,

并展示出全新的功能
, “

重新侃侃而言
” 。

七

元典是距今两三千年前的
“

轴心时代
”

的创作物
,

包藏着该民族在后世将要逐步演绎出来

的各种精神性状的基元
。

但是
,

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段
,

这种
“

全息性文化基元
”

究竟是哪些部分

活跃起来
,

哪些部分却继续
“

沉睡
” ,

则取决于某个特定时段的文化氛围和社会需求
。

同时
,

元典

既然是先民的创造
,

是古代社会的观念产物
,

它所蕴藏着的
“

基元
”

能够在后世的某一时段苏醒

过来
,

运作起来
,

并且发挥新的社会作用
,

必须仰赖后人的创造性转换
。

在近代中国
,

首先是与近代社会运动相切近的那一部分元典精神苏醒并活跃起来
。

这便是

忧患意识
;

变易一 自强观念
;

“

汤武革命
,

顺天应人
”
思想

;

华夷之辫
,

内华夏外夷狄的民族意识
;

民为邦本的政治理念
。

中华元典精神的上述成分切合了近代中国历史或某一时段的需要
,

而中国人在近代社会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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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又对上述古老观念加以转型与重铸
,

并与西学的某些对应部分接轨
,

使其如同火中凤凰
,

在

涅梁中赢得全新的生命
,

构成在近代中国发生重大影 响的救亡思潮
、

更法一自强思潮
、

社会革

命论
、

近代 民族主义
、

近代民主主义
。

至于 中华元典所贯穿的一天人
,

合知行
、

同真善
、

兼 内外的

融通精神
,

行健不息
、

生生不已的好勤乐生主义
,

人道亲亲的人文传统
,

以及德业双修观念
、

变

化 日新观念
、

社会改革意识
、

厚德载物的文化包容意识
,

不走极端的时中精神等
,

经过现代社会

实践的过滤式选择和创造性转换
,

无疑将成为现代人克服撕裂主体与客体有机联系的
“

现代

病
”

的 良药
。

现代人求教于元典精神
,

当然不是要放弃文明
,

回归远古
,

去过
“

小国寡民
” 、 “
刀耕火种

”

的

原始生活
,

或像托尔斯泰那样
,

脱离喧嚣的城市
,

到农村去用木犁耕田
,

而是在
“

退却与重回
”

中

获得民族原创性动力
,

赢得解救
“

现代文明病
”

的
“

精神处方
” 。

这既是
“
以复古为解放

” ,

也是探

索用新见变化古典气质的
“

革故鼎新
”

之路
。

现代人在这一过程中将因获得灵感启示而有所受

益
,

元典精神也将在新的诊释中赢得新的生命
。

现代化进程与元典精神的这种双向性辩证运

作
,

有可能探寻出防范
“

文明悖论
”

的途径
,

使文明进步这柄
“

双刃剑
”
更多地发挥其利

,

而限制

其弊端的蔓延
。

当然
,

文明进步既然是一柄
“

双刃剑
” ,

人类要想只享其利
,

全然不受其害
,

也是

一厢情愿的幻想
,

我们所能做到 的只是
:

对弊害的 自觉认识和有效控制
,

从而给中华文化的现

代化过程创造较为健全的社会心态
,

规定较为稳健的前行步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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